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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已成为现代城市中最重要的出行方式之一。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为封闭或半封闭环境，具有空气流通性较差且人流量大的特点。在秋冬季
呼吸道感染性疾病高发期，公共场所的空气质量和病原微生物监测备受关注。本文详细介绍
了城市轨道交通相关的空气污染因子及其来源，包括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等化学污染因子
和微生物气溶胶等。同时基于识别到的城市轨道交通相关的空气污染因子，本文综述了城市
轨道交通空气质量监测技术的研究进展，总结了化学污染因子和微生物气溶胶的监测技术。
最后，对化学污染因子和微生物气溶胶的健康效应进行了总结，并针对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特
点提出了监测和改良空气质量的建议。通过综述既往研究，开展城市轨道交通空气的质量监
测技术及其健康效应研究对城市轨道交通空气质量管理、城市建设与公共卫生具有重要的
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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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urban rail  transit  system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in modern cities. Urban rail transit systems operate in
enclosed or semi-enclosed environments, characterized by poor air circulation and high passenger
flow. During the period of high incidence of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in autumn and winter,
air  quality  and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 monitoring  in  public  places  have  attracted  much at-
tention. This article provided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air pollutants and their sources related
to urban rail transit, including chemical pollutants, such as particulate matter and gaseous pollu-
tants, and microbial aerosols. Based on identified air pollutants related to urban rail transit,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air quality monitoring technologies for chemical pollution
factors  and  microbial  aerosols.  Finally,  a  summary  of  the  health  effects  of  chemical  pollutants
and  microbial  aerosols  was  provided,  along  with  suggestions  for  monitoring  and  improving  air
quality tailor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rail transit systems. Through a review of previous
studies, carrying out research on air quality monitoring technologies and associated health effects
related to urban rail trans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values for air quality management, urban
development, and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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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在我国有 65.7%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1]
，城市

轨道交通系统已成为现代城市中最重要的出行方式之一，目前全世界已有超
过 60 个国家开通了轨道交通系统，每天有超过 2 亿人搭乘地铁出行[2]。中国已
有 57 个城市（包含港澳台）开通了地铁交通线路。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环境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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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封闭或半封闭环境，空气流通性较差，缺少阳光照
射，容易滋生微生物，列车及各种设备运行过程中产
生的废热又利于微生物生长。而对于客流量大的地铁
车站，人群结构往往十分复杂且流动性大，安全社交
距离难以保证，容易造成微生物的传播。秋冬季呼吸
道感染性疾病以流感为主，此外还有鼻病毒、肺炎支
原体、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病原体引起感染，公
共场所的空气质量和病原微生物监测备受关注。因此，

明确地铁环境空气污染状况，对维护公众健康具有重
要的公共卫生意义。

 1    城市轨道交通相关的空气污染因子及来源
 1.1   化学污染因子

地铁环境的化学污染因子主要来源于站内铁轨、
车轮、制动片和受电弓等摩擦产生以及站外大气污染
物的渗透[3]。Chan 等[4]在一项评估香港城市轨道交通
化学污染因子的调查发现，香港地铁观塘线、荃湾线
和港岛线三条线路是主要在地下运行的地铁线路，虽
然地铁环境与大气环境隔绝，但是地铁内的一氧化碳
（carbon monoxide, CO）、氮氧化物（nitro oxide, NOx）、
总碳氢化合物和臭氧（ozone, O3）等化学污染因子浓度
都与地面上交通工具内的浓度相当。
 1.1.1   颗粒物　颗粒物（particulate matter, PM）是城市
轨道交通的主要化学污染因子。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室
内颗粒物污染主要源于室外大气[5]

，但地铁隧道内颗
粒物的污染最为严重且隧道和站台颗粒物浓度均高
于室外环境，这是由于地铁运行机械磨损产生大量的
颗粒物所致[6]。研究发现[7–9]

，在上海轨道交通系统中
观察到细颗粒物（fine particulate  matter,  PM2.5）浓度
为 287 μg·m−3。此外，Kwon 等[10]发现城市轨道交通系
统的车站深度和列车发车频率是颗粒物浓度的决定
因素。Chan 等[11]发现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在晚高峰时
段的颗粒物水平高于下午非高峰时段。Wang 等[12]发
现天津市轨道交通系统中，地铁站台 PM2.5 浓度高于
列车内的浓度，且高峰时段地铁列车内 PM2.5 的平均
浓度为 151.43 μg·m−3。Kim 等[13]对韩国首尔市轨道交
通系统研究发现司机室和车厢 PM2.5 浓度高于站台、
休息区和售票处，车站站台上的 PM2.5 浓度均超过美
国环境保护署的限值（PM2.5 限值为 35 μg·m−3），而车
站售票处测量的 PM2.5 浓度较低，符合该标准；此外，

地下车站站台的平均 PM2.5 浓度显著高于车站站台
水平。

城市轨道交通的颗粒物化学组分也与大气中的

不同。Lu 等[14]发现，上海轨道交通系统的 Fe、Mn、Cr、
Cu、Sr、Ba 和 Pb 浓度均显著高于城市环境空气浓度，

这意味着这些颗粒物的金属成分可能与地铁系统的
运行有关。Qiao 等[15]也发现，Fe 是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最丰富的金属元素，其次是 Ca、Al、Mg、Mn、Zn、Cu、
Cr、Ni、Pb 和 Hg。Wang 等 [12]发现天津市轨道交通系
统中，地铁站台 PM2.5 中浓度最高的金属元素为 Fe，含
量为 17.55 μg·m−3。 �Goel 等[16]在德里的城市轨道交通
PM2.5 暴露研究中发现，地铁中的 PM2.5 浓度比环境浓
度高出约 20%，但仍低于大多数其他运输方式。
 1.1.2   气态污染物　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也是城市轨道交通的主要化学污染
因子之一。空气中 VOCs 可能通过呼吸吸入及皮肤接
触对表皮和黏膜产生刺激性作用等急性毒性作用，并
且进入人体后可能导致神经系统、生殖系统以及内脏
损伤[17]。Gong 等[18]发现，地铁车厢内 VOCs 的暴露水
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铁列车的运行时间、乘客数
量和驾驶条件。此外，Shiohara 等[19]在墨西哥调查城
市通勤者 VOCs 暴露水平，结果显示城市轨道交通系
统的 VOCs 平均浓度低于汽车和公交车等其他出行方
式。国内的团队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Chan 等[11]研究
了广州乘客暴露于 PM10、PM2.5、CO 和 VOCs 等污染物
的水平，结果发现地铁中的暴露水平明显低于公交和
出租车的暴露水平。
 1.2   微生物气溶胶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中的微生物气溶胶主要来源
于人体皮肤、消化道以及空气中含有的大量细菌、真
核生物和病毒[20]。目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环境中微
生物谱系的组成与结构研究较少，既往研究主要侧重
于空气中的化学组成，对生物组成的识别非常有限。
城市中人们与微生物的接触方式与农村地区明显不
同[21]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中丰富的颗粒物是空气微生
物的良好载体，颗粒物携载的活性微生物种类繁杂，

已被《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登记在册的种类
超过 300 种[22]。室内环境中的微生物会给公众带来重
要健康危害，这些气溶胶中的病原微生物被认为是造
成多种过敏性及传染性疾病的可能传染源[23]。

我国针对公共场所的现行空气微生物标准仅局
限为细菌和真菌。张锐等发现重庆地铁车厢空气的平
均细菌总数范围为 10.9~15.1 CFU·皿-1[24]；王永星等[25]

发现郑州地铁站厅空气的细菌和真菌总数范围分别
为 430~1 750、305~576 CFU·m−3

，站台空气的细菌和真
菌总数范围分别为 412~1885、325~528 CFU·m−3。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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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大流行，人们对广泛微
生物监测的需求急剧增加。城市轨道交通环境的微生
物遗传图谱对于公共卫生政策制定、疫情风险评估具
有重要意义。Triadó-Margarit 等[26]通过对巴塞罗那地
铁系统气溶胶样本进行 16S rRNA 测序发现甲基杆菌
属（Methylobacterium）为丰度最高的菌种；Walker 等[27]

通过 16S rRNA 测序分析发现波士顿、纽约、萨克拉门
托三个城市地铁表面样本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具有显
著差异；余韵等[28]通过对广州地铁车厢拉手、座椅和
扶梯扶手擦拭样本进行 16S rRNA 测序分析发现微生
物群落呈现明显的线路聚集特征。

此外，联合国建议发展中国家需要密切关注城市
微生物和抗生素耐药基因的数据，预计到 2030 年，发
展中国家抗生素类药品消费量将增长 67%[29]

，人们对
畜产品需求的变化和抗生素使用范围的扩大都可能
改变城市的抗生素耐药性的现状[30]。Kang 等[31]通过对
触摸过香港地铁车厢扶手的手部样本进行宏基因组
测序分析，发现了抗生素耐药基因在地铁线路中传播
的可能性。MetaSUB 项目则采用宏基因组的方法探究
了全球 58 个城市公共交通表面样本中的微生物组成
和抗生素耐药性图谱[32]。

 2    城市轨道交通空气质量监测技术的研究
进展
 2.1   化学污染因子

滤膜采样法通常被用来间接测量大气中的颗粒
物。滤膜采样法包括空气采样泵和滤膜等装置，通过
稳定持续地吸附和过滤大气中的颗粒物，进而对滤膜
进行称重，最终获得颗粒物浓度数据。此外，该方法适
用于大气环境较为稳定时的颗粒物测量，其产生的测
量误差难以避免。质量平衡法是另一种常用的大气颗
粒物监测方法，原理是将质量流量标准差作为参考依
据来确定颗粒物的质量浓度。但该方法只能测量颗粒
物平均质量浓度，而无法获取最大值和最小值数据。
其次，该方法成本较高且操作复杂[33]。

轨道交通中的化学污染因子还包括化学气体。光
度法和恒电流库仑法是检测环境空气中二氧化氮的
常用方法，这两种方法具有良好的抗干扰性和较好的
准确性[34]。监测氮氧化物时，通常是利用固定点位排
放监测系统，实时监测氮氧化物排放情况。此外，以下
技术也常用于化学污染因子监测：气相色谱检测技术
可以对不同气体进行快速、准确的测定；离子色谱通
过各种离子间差别来测定不同气体的浓度；质谱分析

法适用于对大气中的各种化学污染因子进行准确、快
速的测定；离子色谱-质谱法通过仪器设备和检测剂
对空气中多种化学污染物进行准确、快速测定；火焰
光度技术则是通过火焰光度检测器进行检�测[33]。这些
方法的应用可以提供多样及全面的化学污染因子监
测，有助于监测者了解和掌握大气环境的污染状况。
 2.2   微生物气溶胶

微生物气溶胶广泛存在于空气中，由于其成分复
杂多样、难以无损分离微生物等原因，微生物气溶胶
的分析鉴定一直是微生物气溶胶研究的重要内容。自
十九世纪以来，多种微生物气溶胶检测方法问世，包
括传统分离培养、酶联免疫反应、聚合酶链式反应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凝胶电泳、二代测
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等。随着研究技
术的发展，检测方法的准确性和灵敏性逐渐提高，研
究分析的主题从生理生化特征扩展至分子生物、功能
基因，为研究生态和进化问题提供了更多机会。

传统分离培养方法操作简便，营养基质比例简单，

培养温度固定，并能让检测者直观发现生理生化代谢
特征，是微生物检验的常用方法。但其只能培养活微
生物，难以检测空气中粒径较小的微生物。同时，该方
法忽略了环境变化和微生物的相互作用，从原始环境
到培养环境的偏差可能导致培养的物种数量仅占环
境微生物总数的 0.1%~10%，这极大降低了空气微生
物浓度检测的准确性[35]。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酶联免疫反应、PCR、凝胶
电泳等分子生物学技术日渐成熟，并被广泛应用于微
生物多样性研究，也是目前最普遍、最常用的微生物
多样性研究技术[36]。通过 PCR 扩增等技术，可对微生
物群落结构进行快速检测和比较。酶联免疫反应具有
反应迅速、低成本、仪器操作简单、高灵敏度和高特
异性等优点。凝胶电泳则可以用较少的样品量达到清
晰成像效果，且一次可检验多个样品，有利于细菌菌
落的多样性动态观察。分子生物学方法打破了既往研
究在形态学和生理生化研究技术的局限，支持更加全
面的微生物多样性信息获取。

二十一世纪初，NGS 对数百万个 DNA 分子进行测
序，改变了传统研究模式，加速了生物医学研究。微生
物生态学和环境学研究领域对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
持续重点关注[20]

，环境微生物群落的种群结构和多样
性分析具有重要意义。群落结构组成对生态学功能起
关键性作用，对环境微生物种群结构和多样性的分析
可为群落结构优化、群落功能调整、新的重要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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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类群发现等提供有力依据[37]。Tang 等[38]基于 Il-
lumina 测序对西藏不同苔藓植物相关细菌进行群落
分析，发现所有样本中检测到的主要细菌为变形菌门、
放线菌门、拟杆菌门等。Theron 等[39]基于 16S rRNA 序
列分析技术，在不需要培养的 �情况下确定自然环境中
的微生物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特征。

此外，空气微生物在生物代谢中具有特定功能，

随着高通量测序分析技术的发展，通过对样本进行测
序，可以获取其物种组成信息，这些信息可以用来推
测样本中功能基因的构成。进一步分析这些功能基因
的差异，可以了解不同样本在功能特性上的差异。例
如，研究发现微生物代谢紊乱可能是引起人类疾病（例
如肥胖、2 型糖尿病、肝脂肪变性、肠道疾病等）的重
要原因，而微生物代谢物可以调节代谢失调，从而预
防微生物群失调引起的相关疾病[40]。

 3    空气质量健康效应的研究进展
 3.1   化学污染因子
 3.1.1   呼吸系统　化学污染因子对呼吸系统的影响机
制非常复杂，短时间暴露于污染物可能会对口腔黏膜
和呼吸道黏膜等产生刺激，引发不适；当污染物被吸
入人体后，可能会渗透并沉积在呼吸道中，刺激气管
和支气管并引起收缩，进而产生相应的呼吸系统疾病
症状。作为一种复杂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呼吸系统疾
病种类繁多，常见的有哮喘、气管炎、支气管炎、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肺心病、肺结核和肺癌等。不同粒径
的颗粒物对人体的健康危害也不同。空气动力学直径
小于 10 μm 的颗粒物容易穿透声门下方，一般只能短
距离移动并沉积在人体上呼吸道；空气动力学直径在
5 μm 到 10 μm 的颗粒物具有潜在的短距离和长距离
传播能力；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 5 μm 的颗粒物可长
距离移动，能够轻易穿透气道并沉降在呼吸道深处，

并增加了罹患呼吸道感染等疾病的风险[41]。
不同种类化学污染因子对呼吸系统的影响存在

一些差异。NO2、SO2 和 O3 等气态污染物被吸入到人
体后，会损害呼吸系统屏障功能，加剧炎性反应以及
增加气道反应性[42]

，因此长时间接触气态污染物对哮
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发病及死亡的影响更为
明显。此外，不同空气污染物的共同暴露对健康的影
响往往具有协同效应，例如 SO2 与 PM2.5 在对人体健
康的影响方面具有显著的协同效用[43]；SO2 和 NO2 协
同暴露会增加了呼吸系统相关疾病（如支气管炎、哮
喘病和肺气肿）的发病风险[44]。还有研究指出，即使浓

度较低，大气污染物与人群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间
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45]。
 3.1.2   心血管系统　现有大量的流行病学证据已经证
明，大气中的化学污染因子暴露能够显著影响心血管
系统健康。空气污染尤其是 PM2.5 污染是导致全球心
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发生和死亡的
最重要环境风险因素，且来自中国动脉硬化性心血管
病风险预测研究的证据观察到暴露-反应关系曲线的
斜率随环境 PM2.5 暴露浓度升高而增加[46]。根据一篇
系统综述结果，PM2.5 的短期升高会使急性心血管事件
发生的相对风险在几天内增加 1%~3%，且长期暴露会
增加这一风险[47]。Liu 等[48]基于全球尺度时间序列研
究发现，PM2.5 导致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增加。目前研
究主要集中于颗粒物与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其他化学
污染因子如气态污染物的相关研究证据仍然有限，未
来需要更多前瞻性、大样本量或毒理学机制研究探索
大气气态污染物与心血管疾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
 3.1.3   其他　化学污染因子除了对呼吸系统和心血管
系统方面的健康效应，对其他人体系统也同样有较为
严重的影响。SO2 短期急性暴露可能导致眼睛、口腔
黏膜等的刺激性症状，还可能通过皮肤和黏膜等途径
进入人体，与水接触生成具有腐蚀性的亚硫酸或硫酸，

从而对器官黏膜等造成危害。光化学烟雾可引起眼睛
红肿、头痛等不良反应[49]。此外，PM2.5 暴露也被认为
和早产等不良出生结局相关[50]。
 3.2   微生物气溶胶

地铁环境空间较为密闭且人流密集，安全社交距
离难以保证。秋冬季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以流感为主，

此外还有鼻病毒、肺炎支原体、呼吸道合胞病毒、腺
病毒等病原体引起感染。此外，暴露于微生物气溶胶
和微生物毒素等过敏原也会引发过敏性疾病，因此，

城市轨道交通环境的微生物气溶胶备受关注。
 3.2.1   哮喘　人体肺部一般被认为是无菌的，但空气
污染物和刺激物不断被人体吸入并刺激呼吸道。人体
肺部不仅仅从空气中吸入生物体，从口腔和上呼吸道
吸入的黏膜分泌物也可以进一步进入下呼吸道[51]。通
常情况下，呼吸系统疾病是由气道炎症引起的，尤其
是暴露于毒素、过敏原和促炎症药物时[52]。哮喘是一
种常见的慢性炎症疾病，一般继发于可逆性支气管痉
挛和黏液高分泌后的间歇性气短、咳嗽和哮鸣音。哥
本哈根新生儿哮喘队列研究发现，早期微生物定植在
新生儿体内会使罹患哮喘风险增加[53]。

除了呼吸道刺激外，细菌和霉菌的内毒素和葡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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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也可能会引起呼吸道炎症[54]。在革兰氏阴性细菌中
的内毒素具有毒性作用的是脂多糖，具有很高的促炎
特性[55]。内毒素由主要包括以下成分：核心链、O 特
异性多糖侧链（O-抗原）和脂质成分脂质 A，负责毒性
作用[56]。由于它们很容易与空气中的灰尘结合，人类
经常暴露于内毒素[57]

，且对内毒素的毒性反应取决于
剂量、作用位置和途径。暴露于内毒素是肺扩散能力
下降的原因，以及与各种症状和疾病有关，如发烧，颤
抖，血白细胞增多，嗜中性气道炎症，关节痛，呼吸困
难和胸闷，以及支气管阻塞[58]。
 3.2.2   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COPD 发病机制为肺部气流受限，其
特征是不可逆的气道阻塞和进行性的呼吸道症状，主
要临床表现为慢性咳嗽、咳痰、严重时可出现呼吸困
难。COPD 通常伴有其他呼吸道疾病，可进一步发展为
肺心病和呼吸衰竭，能显著提高死亡率和发病率，并
且是持续增长的主要死亡原因[59]。越来越多的证据表
明，肺微生物群的生态失调与该疾病有关[60–62]。Sethi
等[63]发现，与 COPD 有关的典型微生物包括肺炎链球
菌、卡他莫拉菌、铜绿假单胞�菌和流感嗜血杆菌等。
与这一研究结果相似的是，Huang 及其团队[64]用系统
分类芯片技术鉴定了 8 位 COPD 患者急性发作时的微
生物菌群，发现有 75 种主要菌群存在于所有患者中，

并包括了大量潜在病原体，其中铜绿假单胞菌和肠杆
菌属主要存在于采样期间插管时间长的患�者中。

研究发现，肺微生物群通过与局部和全身免疫系
统相互作用来调节免疫反应[65–66]。微生物群与环境中
的非活颗粒抗原结合，被黏膜连续吸收后，经过树突
状细胞和巨噬细胞处理，导致记忆细胞的形成或 T 和
B 效应细胞的激活[67]

，因此，各种共生微生物影响先天
免疫和适应性免疫。
 3.2.3   肺结核　结核病是全世界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
事实上，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感染了结核分枝杆菌，

每年有超过 800 万个新的结核病例发生[68]。2020 年共
有 150 万人死于结核病。在全球，结核病是第 13 大死
因，也是仅次于 COVID-19 的第二大传染性杀手（超过
艾滋病毒/艾滋病）。活动性肺结核的患者常表现为持
续长时间的咳痰、甚至咯血，有的病人还会出现体重
减轻、乏力、胸痛、发热和夜间盗汗等症状。一项荟萃
分析研究报告称，与其他人群相比医护人员患结核病
的平均年风险（95%CI：2.43~3.51）是一般人群的三倍[69]。

结核分枝杆菌不仅仅损伤肺功能，与肿瘤的机制
研究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目前认为主要有以下机制，

肺结核导致的肺部慢性炎症可能造成支气管上皮细
胞 DNA 的克隆。另一种可能的机制是横向基因转移，

这是由于结核分枝杆菌是一种细胞内生物，细菌 DNA
可整合到支气管上皮细胞中，从而诱发肿瘤性转化[70]。

即使 1995—2015 年期间大约有 85%（6 600 万例）

患者得到微生物学治疗，然而一半的结核病幸存者仍
存在肺损伤[71–72]

，治愈后数年仍存在肺功能障碍[73–74]。
例如南非的一项研究发现，68%有结核病史的患者在
评估前 16 年内曾治疗过气流阻塞[75]。一项前瞻性研
究的 74 名新诊断的结核病患者调查后发现，其中 54%
的患者在治疗后肺功能得到改善，其余的患者肺功能
没有变化或恶化[76]。
 3.2.4   麻疹　引起麻疹的病原体为麻疹病毒，这是一
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急性发热疾病。麻疹疫苗被广泛
使用前每年死亡人数多达 200 多万人，即使引进麻疹
疫苗后每年仍然有 10 万以上人数死亡[77]。世界卫生
组织公布了关于麻疹病例和估计死亡人数的年度报
告，在 2000 年至 2015 年期间，全球报告的麻疹病例
数量从 853 479 例下降到 254 928 例，下降了 70%。呼
吸道飞沫短距离传播是麻疹病毒主要的传播途径，但
气溶胶传播也是可能的传播途径之一[78–79]。

麻疹主要症状为发热、咳嗽、鼻炎、结膜炎和全
身性斑丘疹。发热后 3~4 d 内会出现皮疹，营养不良
的儿童甚至会出现深色皮疹[80]

，在恢复过程中出现皮
脂脱屑。麻疹的并发症可影响大多数器官系统，肺炎、
哮喘和脑炎是常见的死亡原因，最常见于新生儿、婴
幼儿、20 岁以上的成年人、孕妇和免疫力低下或营养
不良者，特别是缺乏维生素 A 的儿童[81]。呼吸道是常
见的并发症部位，麻疹病毒肺炎为麻疹最常见并发症，

是导致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此外，麻疹病毒肺炎易
合并病毒或细菌病原体感染导致巨细胞肺�炎[82–83] 。
 3.2.5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　以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
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作为病原体的 COVID-19 已成为世界上一
次重大的流行性传染病，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因此找出 COVID-19 的传播方式并控制其传播是刻不
容缓的。Jiang 等[84]分析了 43 名患者数据发现，不同集
群病例的患者可能具有独特的流行病学特征。SRAS-
CoV-2 可以通过病人的呼吸活动释放到环境空气中，

并且可以长时间存在，易于长距离运输，气溶胶传播
成为 COVID-19 传播不可或缺的因素。 SRAS-CoV-2
RNA 可以在各种场所的气溶胶中检测到，包括隔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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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一般场所、室外、厕所、走廊和拥挤的公共场所。
与这一结论相同的是，COVID-19 通过高空气传染率和
高接触率以及病毒在表面的持久性[85–86]而快速传播。

大量研究表明 SARS-CoV-2 感染损伤肺功能。
SARS-CoV-2 感染的最常见部位是上呼吸道和下呼吸
道，而肺部损害的严重程度与感染的严重程度密切相
关[87–89]。该病毒对肺部的病理损伤作用主要有以下
3 种：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弥漫性肺泡损伤（diffuse  alveolar
damage, DAD）以及弥漫性血栓性肺泡微血管闭塞和
炎症介质相关的气道炎症[87，89]。这些病理损伤可能最
终导致肺泡氧合受损、低氧血症和酸中毒等。长时间
且缺乏有效治疗的低氧饱和状态可能导致病人呼吸
衰 竭 而 死 亡，或 产 生 永 久 性 的 肺 部 损 伤 [87， 90]。

SARS-CoV-2 感染不仅可以影响呼吸系统，还可以
对神经系统造成严重损害。研究表明[91]

，SRAS-CoV-2
可以通过血源性和经神经元途径进入神经系统，并通
过抑制细胞免疫，促进炎症，诱导神经元变性和凋亡、
低氧血症以及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2（angiotensin con-
verting enzyme 2, ACE2）的机制引起 COVID-19 患者的
神经系统损害。

 4    结语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具有客流密集的特点。城市

轨道交通系统的服务时间、列车通行频率、通风方式、
列车内部材料、乘客数量和地铁站附近大气环境均是
影响其空气质量的关键因素。一方面，为了保障乘客
出行安全，应针对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特性，开展
地下车站空气质量和空气微生物相关研究，在此基础
上建立轨道交通地下车站的空气质量标准，并进一步
优化相应的监测要求、检测方法和管理要求，进而为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空气污染和病原微生物相关的公
共卫生风险评估、预测和预警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
另一方面，为了降低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空气污染物的
暴露水平，应当提倡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安装列车屏蔽
门和空气净化装置，以改善地铁站内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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